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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文化的探索与知识分子精神的叩问 

———吴定宇的学术研究和特质

龙其林

（广州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吴定宇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他对中国转型期文化与文学的宏观把握和独特判断，提出的“转型期中国
文学”的概念，以及在巴金研究、郭沫若研究、陈寅恪研究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为中国百年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提供了

新的视角，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吴定宇倡导文化整合的研究思路，注重对文学现象中的独立、自由精神进行追溯，为当代

学术研究注入了思想活力和自由意识。

［关键词］吴定宇；学术研究；文化整合；学人精神

［中图分类号］Ｉ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０７－０６

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Ｉｎｑｕｉ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Ｓｐｉｒｉｔ
———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ＷｕＤｉｎｇｙｕ

ＬＯＮＧＱｉｌ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ｕＤｉｎｇｙｕ＇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ｗｉｔｈ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Ｈｉ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
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ｕｎｉｑｕ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ＢａＪｉｎ，
ＧｕｏＭｏｒｕｏａｎｄＣｈｅｎＹｉｎｑｕｅ，ａｒｅａｌｌｍａｄ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ｒｉｔｉｎｇｗｈｉｔａ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ＷｕＤｉｎｇｙｕｐｒｏｍｏｔｓ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ｙｓａｔ
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ｎｄｆｒｅｅｓｐｉｒｉｔｉ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ｉｎｐｕ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ｖｉｇｏｒ
ａｎ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ｕＤｉｎｇｙｕ；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状态逐渐地
被打破，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文化面临着一次新的冲

击和整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理，汲取外来文

化的养料，并进而进行扬弃、整合是中国文化发展亟

需解决的问题。“这就规定了中国近现代文化整合

的性质也是从传统到现代，任务是通过中外文化的

整合，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现代社会需要

的现代文化。”［１］这是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际遇和挑

战，亦是中国学人必须承载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

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社会走入新时期之后，这种使

命和责任首先是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三代学者来

肩负的，吴定宇先生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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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定宇先生的研究涉及现代文学与文化的诸

多领域，而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学术建树则集中体

现在转型期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探索、郭沫若研究、

陈寅恪研究以及现代文学史的梳理等方面。吴定

宇先生对中国转型期文化与文学的宏观把握和独

特判断及对于文化整合方式的梳理，奠定了他在该

领域的学术重镇地位；与此相关，他提出的“转型期

中国文学”的概念弥补了“现代文学”、“新文学”、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等诸多概念存在的缺陷，为百
余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提供了新的视

角和切入点；而吴定宇先生在巴金研究、郭沫若研

究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以视野的开阔、

文化整合的观念，促进了这些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除此之外，吴定宇先生还以陈寅恪研究闻名学界，

其对史学大师的研究不仅很好地体现了他关于文

化整合与转型的设想，而且通过他对独立、自由的

学人精神的追述，为当代学人的学术研究注入思想

的活力和自由的意识。同时，他对现代文学史上一

些日渐模糊的史实的爬梳和发掘，厘清了现代文学

研究中的一些盲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吴定宇，１９４４年３月出生于四川省岳池县一个
普通知识分子家庭，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７年就读于重庆
四川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分配到

四川垫江县从事教学工作。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２年就读
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其导师为毕

业于西南联大的著名学者吴宏聪教授。１９８２年，吴
定宇先生获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

今，历任中文系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中山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中山大学编辑学与出版

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

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担任的主要

社会职务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郭沫若

研究学会理事、广东省高校学报研究会会长等。

吴定宇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正好是中国拨

乱反正之后的最初几年，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重点

在于清理极左路线造成的认识偏差。吴定宇先生

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文学历史真相的探究，努

力还原现代文学史的真实面目，在此期间他发表了

《张闻天的文学活动散论》《＜狂人日记 ＞是浪漫
主义作品吗？》《论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地

位和作用》《论鲁迅和胡适》《一部现实主义的杰

作———重读巴金 ＜憩园 ＞》等十余篇论文，多篇被
《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

研究》转载，引起较大反响。留校任教之后，吴定宇

先生的学术研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积极汲

取此时文化知识界涌动的思想养料，探究文学研究

的新方法、新视角。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吴定
宇先生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现

代文学史料的勾稽和补充，一是对于现代著名作家

的重新认识和深入发掘。

在现代文学史料的勾稽方面，他相继撰写了

《抗战期间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

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宣言———读 ＜中国文艺
作家给欧美文化界的一封信 ＞》等文章，对于抗战
期间一些散佚的文学史料进行了挖掘。《反法西斯

侵略战争的宣言———读 ＜中国文艺作家给欧美文
化界的一封信 ＞》从１９４１年７月７日香港《华商
报》文艺副刊《灯塔》中发掘出郭沫若、许地山、巴

金、胡风、茅盾、夏衍、许广平等７位中国作家联名
给肖伯纳、罗曼·罗兰、海明威、Ｕ·辛克莱等３０多
位欧美文化界人士写了一封信的史实。虽然这封

信曾在当时国统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个报刊

上发表过，但只有香港《华商报》的编者把这封信的

英文稿译成中文，所以熟悉这一文稿的人并不太

多。加之战争影响和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界的控制，

《华商报》在国内少有人见到，此信遂鲜为人知。吴

定宇先生结合历史背景，分析了这份抗战文艺运动

期间的珍贵文献，这不仅对于研究７位作家在抗战
中的思想与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完善人

们对于香港文化界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是一份颇具

分量的史料。

在现代作家的重新认识和深入发掘方面吴定

宇先生亦用力颇勤，《巴金与无政府主义》《巴金的

家庭题材小说探胜》《论胡适何时投向敌对营垒》

等影响颇大的论文即发表于这一时期。在《巴金与

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中，吴定宇先生系统地考察

了巴金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渊源、影响以及他

如何扬弃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复杂历程，勾勒出巴金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抉择和思想脉络。在分析

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对于巴金思想的影响时，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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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论述：“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无疑滋长了巴金反

专制的精神。但是巴金分不清无产阶级专政和封

建专制在本质上的区别，他说，这二者‘名称虽不

同，实质却无差别’。巴金援引柏克曼《俄罗斯的悲

剧》中的材料，抨击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布党专政

下的俄罗斯已成了屠杀革命党的刑场，执政的共产

党便是行刑的刽子手。’在另一篇文章中，巴金进而

指出，无产阶级占人类的大多数，‘要用大多数人专

政来压制少数人是做不到的’，因此‘真正的无产阶

级专政，是做不到的’。他天真地认为，有产阶级利

用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利用政权来压

迫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原来的有产阶

级一变而为无产阶级，……这样反复循环下去，阶

级斗争定会没有停止的时候’。由此推断出无产阶

级专政是‘压制无产阶级的工具’、‘不能消灭阶

级’、‘不能消灭国家’的错误结论。”［２］这段分析鞭

辟入里，如今读来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这篇

文章旁征博引，细致分析，将巴金“由一个否定一切

国家、政府、政党、军队、法律和专政的无政府主义

信仰者，成为了共产党的战友和新中国的热情歌

手”的历程生动地揭示出来，［２］从而再现了一代优

秀知识分子为寻找社会解放的真理所历经的艰苦、

曲折的思想道路及其浓郁的悲壮精神。此外，《论

胡适何时投向敌对营垒》《先驱与跋涉者———论鲁

迅与巴金》等文章中吴先生分别对这些现代文学史

上的著名作家进行了分析，探究了他们的人生道

路、思想嬗变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深化了学术界对

于相关问题的认识。

如果说这一时期吴定宇先生的学术研究更多

的是对于现代文学史的重新认识与资料的发掘的

话，那么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之后，他的研究
则由微观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料的勾稽转向于

转型时期中国文化与文学整合的宏大领域，并以其

作为第三代学人所具有的敏锐眼光、严谨理性，做

出了许多令人激赏的研究。１９８９年，吴定宇先生发
表了《西方忏悔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在这

篇文章中，他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比较性地

研究中西文学的文化特质，对源自中西文化语境的

忏悔意识和内省意识进行了对照分析，既指出了两

者在文化背景和表现方式上的差异，又对中国现代

作家受西方忏悔意识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式忏悔意

识进行了深入分析。吴定宇先生分析了西方忏悔

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内省意识之间的文化落差，指出

西方忏悔意识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一种宗教观念，而

中国的内省意识则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伦理观念，这

种文化落差在中西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极为突出。

在吴定宇先生看来，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突破

了中国传统内省意识固有的框架，但并未机械地硬

套西方忏悔意识的模式，而是吸取二者的长处，显

示出中国式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现代作

家显然是把忏悔意识当作人类的美德和推动社会

发展的内在热力而移植过来的”，“中国现代作家的

忏悔意识带有功利性，却几乎没有西方忏悔意识那

种基督教文化的宗教色彩”；同时由于中国现代作

家生活在充满优患的时代，“他们在进行反省时，忧

患意识也往往掺兑在忏悔意识之中，所以，他们的

忏悔录也带着浓厚的优患色彩。这种忧患色彩在

西方文学家的《忏悔录》中，是不多见的。”［３］不仅

如此，吴定宇先生还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中国式忏悔

意识的类型进行了概括，从而揭示出其中与西方文

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鲁迅和郁达夫的忏

悔小说，代表了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两种忏悔模

式。鲁迅通过对艺木形象的精心镂刻，从艺术形象

身上体现出作者的忏悔意识。郁达夫却是直抒胸

臆，通篇展现出作者的忏悔过程，流溢着率真的忏

悔情感。这两种忏悔模式经过后来的巴金、倪贻德

等现代作家的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中国现代叙事

文学的忏悔特色。”［３］不难看出，经过对于现代作家

的全面认识以及文学史料的勾稽，吴定宇先生关于

转型时期文化与文学整合的思想逐渐建构起来。

在《文化整合：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

中，吴定宇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整合的四个时

期，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他看来，几千

年的中国文化一直在进行着整合：“所谓文化整合，

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交流时，所经历的一个

协调、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文化会对

弱势文化进行选择、适应、调整、吸收、创新，从而使

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最终使弱势文化成为强势文

化的一部分。”［１］在此基础上，吴定宇先生认为中国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文化整合：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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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春秋，基本完成于西汉；第二次起于魏晋，经

南北朝而止于初唐；第三次发端于北宋，完成于明；

第四次则始于鸦片战争，经近现代而至于现在，并

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文化整合的视野出

发，人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

文化整合的必然性，“这就规定了中国近现代文化

整合的性质也是从传统到现代，任务是通过中外文

化的整合，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现代社

会需要的现代文化。”［１］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

的整合与历史上的文化整合的差异，吴定宇先生作

了如下描述：“这次文化整合由于不是以中国传统

文化为主体去兼容统摄西方现代文化，居于弱势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固有的特质也因落后和不合

时宜而会被淘汰，习以惯常的传统价值观念被撞

碎，某些千百年‘从来如此的’规矩和风俗遭到破

坏，旧有的文化习惯被打破，民族自尊受到损害，注

定了整合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而是非常艰难，甚

至是非常痛苦的历程。”［１］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对于

中西文化以何为主体的争论不绝于耳，中体中用、

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儒学复兴等概念均

有着明显的局限。为此，吴定宇先生明确指出：“我

们不可能停留在过去对‘体’‘用’的理解和研究水

平上。既然现代化的文化整合在中国文化土壤中

进行，就应当以中华民族及其优秀民族精神为体，

传统的与外来的文化为用，在新的基点上整合形成

一种既是世界性的、又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文

化。”［１］吴定宇先生从文化整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了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文化的现

代化与中外文化相互撞击、选择和融合的关系，从

而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及转型期文学研究指明了

方向。

于吴定宇先生而言，作家作品专论、史料发掘

与转型期文化整合的研究是相互依存的、由具体而

抽象的关系。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之交，他撰写
了许多作品分析，通过微观的深入探究和个案分析

的方式，考察了单个作家作品的文化价值，丰富了

他对于文化整合具体形态的感知，也使其对于现代

文学史有了新的认识。像《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相

撞击的火光———论巴金 ＜家 ＞的文化价值》《论女
神的文化价值———兼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文化

心态》《中西文化交融的最初硕果———＜女神 ＞与
＜尝试集＞文化价值比较》等论文，就代表了吴定
宇先生此类研究的特色。《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相

撞击的火光———论巴金＜家＞的文化价值》从人类
文化学的方位审视巴金小说《家》中人物心理，充满

了文化探究的创新精神。该文从新旧时代转型期

的异质环境与小说人物文化心理的嬗变着手，分析

了五四时期中外文化碰撞的文化背景对于作品形

象塑造的影响。文章认为小说中家族悲剧的根源，

在于家族宗法制的钳制和封建文化在心理上的积

淀，这种病态文化心理造成了青年一代的畸形、羸

弱性格。而作家论则体现了吴定宇先生对于文学

作品中的文化价值的追求，他基于中外文学发展历

史的了解形成了以文化立场解读文学的研究方法。

吴定宇先生在文化的视角中分析、评论作家作品的

同时，也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学观念和研究风

格，《巴金创作的文化意义》《巴金与宗教》《论郭沫

若与巴金》《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质与文化研

究》等文章即属于此类。其中《巴金与宗教》一文

从宗教角度敏锐地捕捉了巴金思想的微妙变化及

其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体现了吴定宇先生学术研

究的严肃与锐利品格。在他看来，虽然巴金并不是

一个宗教信徒，对于宗教也一贯持批评和否定的态

度，但是他又赞成和接受部分基督教教义，因而对

于宗教呈现矛盾而复杂的文化心理。吴定宇先生

认为：“考察巴金的文化心理，不难看到，他在人生

征途的跋涉中曾遇到许多艰难险阻。这种种复杂

的经历，激发了巴金文化心理深层的‘宗教感情’。

他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为

理想而英勇献身的事迹，也在他心中涌起一种为信

仰而奋斗的神圣感和庄严感。所以，尽管巴金不是

宗教信徒，但在这种‘宗教感情’的驱动下，对基督

教某些教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显示出他的宗教文

化心理的另一面”。［４］这种创见确是发人所未见。

在论及巴金作品中的原罪意识时，吴定宇先生指

出：“巴金在向人民赎罪的同时，也对内心进行自我

审察，从而萌生出忏悔意识。巴金的忏悔，不是向

基督教的上帝忏海，而是向他自己的上帝———人类

进行忏悔。因此，直到耄耋老年，他在写作中都一

直坚持‘把心交给读者’。”［４］不难发现，吴定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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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人类文化学的角度考察现代作家的创作活动

与作品的，他彻底摆脱了庸俗社会学和浅层次的直

觉批评，而是把握住了文化的深刻内涵与内在品

质，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着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命运

及价值。这种具体作家、作品文化价值的探究，可

谓视为吴定宇先生文化整合研究的有益积累和补

充，为他的宏观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９６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台湾业强出版社同
期推出了吴定宇先生的学术评传《学人魂———陈寅

恪传》。作为国内第一部由学术界专家撰写的陈寅

恪传记，《学人魂》立足于文化整合的理论，通过对

历史现场的还原和文献资料的爬梳，为读者重新展

现了陈寅恪这位史学大师的学术风采和人格魅力。

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不仅被评为１９９６
年度上海文艺、文化、音乐出版社十大优秀图书，而

且还得到了文化界的高度评价。该书凭借宽广的

学术视野、文化整合的理论维度和对知识分子精神

的叩问，再现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近现代知识分子

在社会动荡不安与文化氛围的变迁的氛围中，如何

坚守文化的信念与学术的精神，勾勒出中国知识分

子的精神历程与命运浮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学人魂》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分析，勾稽史料，还

原历史现场，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陈寅恪的某

种似是而非的印象。过去人们通常认为陈寅恪是

最反对政治干涉学术的，因而认为他只倡导精神之

自由、人格之独立，对于政治毫无感兴趣，这是与历

史不符的。对于陈寅恪于１９３１年春进入法国巴黎
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的原因，该著认为

“他之所以挑选这所学校学习社会经济，恐怕与他

读过《资本论》之后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不无关

系”，［５］３４－３５从而纠正了人们关于陈寅恪不问政治、

厌恶政治的错误认识。事实上，陈寅恪对于政治并

非没有追求：“应当看到，从小就深受儒家文化思想

濡染的陈寅恪，一直服膺儒家的伦理纲常，儒家的

‘内圣外王’的人格设计、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济天下’影响了他的文化心理深层，成为

他处世行事的准则。他不是没有萌发过治国平天

下的志向”，［５］５７只是由于时代、机遇等多种因素的

限制，使陈寅恪将学术研究作为了自己的终身事

业。吴定宇先生将该书命名为“学人魂”是有其深

意的。此魂不惟指读书人的品性、追求、学问，更指

其学术灵魂得以形成且贯穿人生的成因、表现及其

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陈寅恪学人魂的形成，既是他

沉浸于传统文化、为其所化的结果，又是他超脱于

外，以理性精神对其进行批判扬弃的产物。无须讳

言，儒家文化的实用理性使得中国文化缺少一种独

立的、自由的终极关怀，而陈寅恪的学人精神显然

具有弥补传统文化缺陷的重要作用。正如著名学

者、当代学术大师杨义先生所评价的，该著“紧扣

‘学人魂’的命题之处，是它在探寻传主人生踪迹之

际，分阶段地、相当系统地剖析其学术渊源、治学动

因和形成学术体系的关键所在，这就把‘学’与

‘人’融为一体，而以一个‘魂’字点醒其精神特征

了”。［６］

在完成了对于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探究

之后，吴定宇先生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现代文学

史上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郭沫若。实际上，早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他便开始了对于郭沫若的研究，
相继撰写了《论 ＜女神 ＞与 ＜尝试集 ＞的历史地
位》《论女神的文化价值———兼论郭沫若在五四时

期的文化心态》等文章。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
始一直到新世纪初，吴定宇先生对郭沫若与中外文

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陆续撰写和发表了

十余篇研究郭沫若的文章，内容涉及中西文学、乡

土文化、历史研究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成果被收

录入《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一书中。

他从郭沫若与中外文化的关系着手，系统地阐释了

宗教伦理文化、乡土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

家文化以及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对于作家创作的

不同影响，以郭沫若为个案，分析了中西文化整合

在其思想与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吴定宇先生将郭

沫若的人生经历、思想观念置于中外文化整合的视

野中进行思考，从作家面对不同文化时的吸收、转

化、冲突、变异的细微思想入手，揭示了中西文化整

合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冲突、调整、平衡、吸收、代

换及创新过程。不难发现，吴定宇先生对于文化与

文学整合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如果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期的作家作品研究是
增进了他对于现代文学史的认识，并从微观方面积

累了中西文化整合的材料与知识，那么到了８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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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期至 ９０年代中期则是其文化整合理论的形
成、定型阶段，《西方忏悔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

《文化整合：中国的过去，现代与未来》等文章从宏

观上考察了中西文化与文学整合的可能途径与新

质的产生。而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开始的郭沫
若与中外文化关系的研究，则意味着吴定宇先生的

学术研究经历了具体—抽象—具体的渐进式发展

之后，重新开始朝着具体的文化整合方向进行研

究。他不是从宏观上勾勒中西文化整合的途径与

类型，而是从微观上考察不同文化对于中国作家可

能产生的或明或隐的影响。这既是对于这一研究

方法的不断实践，又是对于文化整合理论的补充和

探索。

２００４年，吴定宇先生发表了《为“转型时期的
中国文学”正名》一文，这可视为其对文化与文学

整合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在这篇文章中，他从中国

文学的发展实际出发，结合语言符号理论对“中国

现代文学”、“新文学”、“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等学科
称谓进行了论析，认为它们不具有惟一确定性和不

可再现性，因而也无法明确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特

质。在吴定宇先生开来，人们最为常用的“现代文

学”这个概念存在着如下缺陷：“第一，从时间坐标

看，由于‘现代’这个符号能指的时间维度具有不确

定性，因此无法正确描述这一阶段文学的起讫；第

二，由中国古典文学时期之后的中国文学实况看

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着新旧文学共存的

局面，用‘现代’标称之，未能涵括其全部；第三，

‘现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无法定位具体时

空。”［７］与此相似地，他还对“新文学”、“某某年之

文学”、“新中国文学”、“共和国文学”、“２０世纪中
国文学”等概念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厘清。作为替

换，吴定宇先生主张采用“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来

指称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认为该指称同时具备理

论模式和历史视域：“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之所

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根本在于其拥有异于传统的

文学，拥有新的观念、规范、标准和惯例”；［７］而中国

近代以来的文学无论是从创作主体还是创作客体

来分析，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用一个词来概括其

共性，即‘转型’。亦即，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

尚未形成，处于一种将定未定的混沌状态。”［７］这种

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概念的探究，显现了吴

定宇先生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他从中外文化的碰

撞、适应、选择和融合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异质文化

整合的可能与途径，并使之与文学史的编撰、教学

及学科设置联系起来，对于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启示

意义。

作为一位严谨、求新的转型期文化学者，吴定

宇先生始终对学术研究保持了一份可贵的热情和

虔诚，他高度关注着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动态，不停

地翻阅着相关研究专著和期刊论文，并抓紧时间对

其著作《学人魂———陈寅恪传》进行大幅度地补充、

修订，并与学术界同行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吴定宇

先生的学术研究已经沉淀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和学

术研究史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

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他缜密严谨的学术风格，博

采众家之长的智识，优美流畅的文章辞藻，对于民

族文化的热爱与忧患，已融会入他的学术研究血脉

之中。作为中国转型时期文学和文化整合领域的

研究者，吴定宇先生的学术成就、研究方法、治学思

想以及学人精神，值得后来者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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